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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迈向数智化时代, 计算技术的应用提升了相关市场界定的

复杂性, 加剧了市场力量认定的难度, 导致竞争损害分析的不确定性骤增。
计算型反垄断通过大数据分析改进反垄断分析, 利用计算工具与方法识别垄

断行为, 研发与应用监管科技, 提升反垄断监管的自动化、 精准化与智能化

水平。 计算型反垄断旨在为反垄断分析注入计算理性, 提升反垄断监管过程

的智能化, 实现法律与技术监管的融合治理, 在本质上是对反垄断监管逻辑

的整体重塑。 当然, 计算型反垄断的重塑效应是有限的, 应客观看待其适用

范围、 解决方法与应用效果。 在具体的实现路径上, 现阶段至少要从高质量

的市场监管数据集合的形成、 一体化智能监管平台的建设、 反垄断监管体制

机制的数字化改革三个方面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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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随着数智化时代的到来, 平台、 大数据、 算法以及以 ChatGPT 为代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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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式人工智能等计算技术的迅速更替创造了新业态、 新组织乃至新产业的

同时也加剧了市场竞争风险, 给反垄断市场竞争监管带来巨大挑战。 然而,
计算技术并非只带来了问题, 它还为反垄断监管的智能化转型带来了全新机

遇。 如何借助计算技术赋能反垄断监管、 应对数智时代的监管挑战是目前反

垄断理论与实践中的重要命题。
追踪当前国际竞争法学界的最新研究动态, 在欧美学术界, 除了开启反

垄断法律监管的数字化改革和主张数字市场的事前行业监管, 探索计算技术

赋能反垄断监管的学术研究已然成为当前最引人注目的研究。 2021 年, 美

国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法律信息学中心的蒂博·施雷佩尔 ( Thibault Schrepel)
博士发起了 “计算型反垄断 ( Computational Antitrust) ” 项目议程。 作为斯

坦福大学法学院法律信息学中心的分支研究, 该项目的核心内容为探索利用

大数据分析、 机器学习等计算工具实现反垄断司法、 执法程序的自动化以及

改进反垄断分析。① 目前计算型反垄断的相关研究已经获得 36 位反垄断法

领域以及计算科学领域知名学者的参与和支持。 该项目还创立了 《斯坦福计

算型反垄断》 这一刊物, 并于 2021 年至 2024 年 3 月发表了 23 篇以 “计算

型反垄断” 为主题的学术论文。 在该项目推出的一系列论文中, 竞争法专家

联合计算科学家和经济学家, 利用计算工具与计算方法, 如聚类算法、 自然

语言处理技术、 社会模拟、 机器学习等计算工具对数字市场竞争状况、 经营

者集中的竞争效果预测、 合并模拟、 救济措施的潜在效果评估等反垄断议题

展开研究。② 该项目备受关注, 并获得了美国司法部以及横跨北美、 欧洲、
亚洲、 拉丁美洲和非洲等地区共 66 个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广泛参与。③ 在欧

洲, 2021 年 6 月, 希腊竞争委员会组建的外部专家团队与金砖国家竞争法

与政策中心联合发布的 《计算型竞争法与经济学报告》 系统讨论了在竞争

执法中采用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计算技术以及复杂经济学、 计算经济学的

可能。④

在反垄断实践中, 欧盟监管机构对计算型反垄断监管的布局走在学术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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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前沿。 在 2020 年 《人工智能白皮书》 中, 欧盟委员会再次表示将进一步

了解如何利用人工智能为执法机构配备适当的工具。① 具体到反垄断监管领

域, 早在 2018 年, 欧 盟 委 员 会 主 席 玛 格 丽 特 · 维 斯 塔 格 ( Margrethe
Vestager) 在采访中强调, 欧盟委员会将建立自己的算法以更新反垄断执法

工具包, 利用算法查处算法合谋与排除限制竞争的企业, 以便更好地监管市

场竞争。② 2020 年, 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首席执行官安德里亚·科塞利

(Andrea Coscelli) 发表主题演讲称, 尽管反垄断原则与分析框架仍适用于数

字市场, 但确需创造新方法和新工具, 尤其要提升获取与分析市场数据的能

力, 开发监测数字平台遵守竞争法的技术工具。③ 总之, 国际上如火如荼的

计算型反垄断项目的发起以及探索计算型反垄断监管的相关实践表明, 利用

计算技术赋能传统反垄断监管已经成为国际上最前沿的议题之一, 这一潮流

的兴起必将对未来的反垄断研究、 反垄断执法、 司法实践产生重大影响, 实

现反垄断监管变革的 3. 0 时代已然到来。 我国学界也有不少观点认为要借助

数字技术推动 “互联网 + 监管” 的智慧监管以回应数字平台反垄断监管的

新需求,④ 利用监管科技重构反垄断执法范式。 还有学者关注全球反垄断监

管科技发展的最新趋势, 认为反垄断监管科技在识别算法合谋和算法歧视、
提升经营者集中申报审查效率、 缓解反垄断执法资源不足等方面有广阔的适

用空间。⑤

在实践层面, 我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于 2021 年 12 月组建竞争政策

与大数据中心, 旨在为反垄断、 平台经济、 大数据等领域的监管提供重要的

数字化技术支撑。 2022 年 6 月, 竞争政策与大数据中心发布 《经营者集中

反垄断执法业务技术支撑服务项目更正公告》, 该服务项目要求借助计算科

技实现反垄断执法业务智能分析研判和监测预警, 建成反垄断执法业务知识

库、 反垄断执法业务技术支撑和决策支撑机制、 反垄断历史案件多维智能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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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等服务内容。① 尽管我国理论界对反垄断监管科技已有初步研究, 执法实

践也开始布局反垄断监管科技的发展, 但与国际上对计算技术赋能反垄断监

管的系统性理论研究相比, 我国竞争法学界理论研究的整体立场仍然是将计

算技术的发展视为反垄断监管的 “问题” 展开论证的, 缺乏从反向视野体

系化地论证计算技术如何赋能反垄断监管的研究。 本文将阐释数智化时代反

垄断监管工具包面临的主要挑战, 并结合当前国际竞争法领域的前沿研究动

态, 从理论上系统性阐释计算型反垄断旨在通过大数据分析改进反垄断分

析, 利用计算工具与方法识别垄断行为, 研发与应用监管科技, 提升反垄断

监管的自动化、 精准化、 智能化水平, 阐明其对反垄断监管转型的重塑效应

及其限度, 并构建我国计算型反垄断转型的实现路径。

二、 数智化时代反垄断监管的主要挑战

反垄断分析以 “相关市场界定—市场力量认定—竞争损害分析” 为核

心的法律分析工具包, 借助产业组织理论为经济分析工具, 足以解释工业经

济时代的大部分垄断行为类型。 然而, 人类社会面向数智化时代, 数据驱动

的平台商业模式、 算法辅助的竞争行为、 生成式人工智能为技术底座的产业

赋能技术不断冲击既有监管工具包的适应性和解释力, 反垄断监管面临巨大

挑战。
(一) 相关市场界定的复杂性提升

作为一项重要的反垄断分析工具, 相关市场的界定通常是识别经营者市

场力量和竞争约束的起点。② 但是, 在反垄断案件的具体调查工作中, 科

学、 合理地界定相关市场的大小、 宽窄以及市场数量并非易事。 尤其在滥用

市场支配地位类案件和并购审查中, 反垄断执法机构通常需要对不同产品服

务之间是否具有充足的需求替代性和供给替代性进行定性分析, 进而判断相

关产品服务是否属于同一相关市场。 然而, 尽管历经多年的反垄断执法实

践, 执法机构对市场外延应该达到多远这一问题尚难以做出刚性回答。③ 虽

然基于经济学模型和数据的假定垄断者测试法的面世使得更为精准地界定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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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市场成为可能, 但是假定垄断者测试法仍须判断假定垄断者在小幅度的价

格上涨后的需求替代, 因此该方法的应用需要结合大量的市场数据对替代性

产品服务的利润最大化水平进行比较, 而这对数据的可获取性以及准确性提

出了更高要求。 因此, 假定垄断者测试法的真正应用仍较为有限, 往往作为

替代性分析的辅佐工具。
可见, 在反垄断案件的调查中, 相关市场的界定通常较为复杂。 而迈向

数智化时代, 数据、 算法驱动的新业态、 新组织的诞生, 使得数字经济领域

的相关产品和服务在定价模式、 组织形态、 竞争场域等方面呈现极强的数字

化、 智能化特质, 这进一步加剧了数字经济领域相关市场界定的复杂性和难

度。 一方面, 数字经济的数据和算法驱动的免费模式冲击了依赖价格作为量

化基准的市场界定法。 在数据和算法泛在时代, 企业的日常活动, 如对市场

因素的实时处理、 对供应链的自动跟踪以及对消费者偏好的精准画像等商业

安排严重依赖数据和算法的处理与分析。 在人类活动被全面数字化记录的时

代, 企业、 商户以及消费者的个人信息都被全面数字化、 数据化、 客体化, 个

人隐私信息、 购物偏好、 消费习惯等有经济利益的个人信息的商业价值得以用

通过数据换免费服务的模式表达出来。 免费模式使假定垄断测试法依赖的以价

格为基准的测试方法失灵, 而 “3Q 大战” 中 SSNDQ 测试法的引入导致定量

分析成色的下降使该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又再次回归了定性分析。① 另一方面,
平台的网络效应叠加数据规模效应、 数据范围效应、 溢出效应, 使数据驱动的

多边市场竞争、 跨市场竞争成为数智经济的常态。 从消费者需求和竞争约束角

度看, 消费者需求的变化不仅会影响同一边市场整体的需求变化, 而且会影响

存在需求互补性的另一边市场的需求变化。 这要求平台经营者的任何商业策略

和安排必须考虑双边、 多边市场中需求和竞争状况的变动。 而这使在具体反垄

断案件中, 相关市场界定需要考察的市场范围、 市场数量、 相关要素和权衡因

素更为复杂, 也更加剧了界定 “准确” 相关市场的难度。
(二) 市场力量认定的难度加剧

反垄断法旨在预防与制止经营者以限制竞争的方式不当获取并维持市场

力量, 而反垄断法的调整逻辑在一定程度上是围绕对不同阶段的经营者市场

力量的规制展开的。② 因此, 经营者市场力量的识别和评估成为反垄断分析

的核心问题。
在数字化时代, 以数字平台、 新兴人工智能企业为代表的高新科技行业

·26·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 2024 年第 11 期

①

②

参见丁茂中: 《数字经济领域 “相关市场” 界定的守正与变革》, 《法学》 2023 年第 7
期, 第 180 页。
参见王佳佳: 《论数字平台市场力量的异化与反垄断规制》, 《湖南社会科学》 2022 年第

3 期, 第 97 页。



的市场规模日渐攀升, 扼杀式的企业并购浪潮以及由此产生的市场力量集中

与异化风险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公共政策问题。 除了以谷歌、 脸书、 阿里巴

巴、 腾讯等数字平台企业并购大量初创型企业构筑的庞大生态型市场力量,
在股权投资、 物流、 半导体等新兴市场也呈现投资并购热潮, 各行业市场份

额日渐集中于少数头部企业。① 以私募股权投资市场为例, 截至 2022 年 6
月, 私募股权投资在全球并购中所占份额从五年前占总交易额的三分之一增

加到今天的几乎一半。② 与此同时, 实力雄厚、 资本占优的超级企业以兼并

收购方式不断扩展自己的生态版图, 还借助并购交易限制竞争对手获取创新

技术、 关键数据, 或扼杀具有市场竞争潜力的竞争者。③ 此外, 以大模型为

基底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迭代和智能涌现在赋能数智经济的同时也迅速

演变为产业链条中的基础设施。 如果说平台经营者的市场力量来源于对数据

资源、 交易的控制力, 大模型的控制力则来自对技术运用的控制力。 大模型

作为技术基础设施使垂直细分行业的应用和服务具有出租性质, 服务与应用

编程必须依赖大模型更新的在线服务, 因而大模型服务商对整个产业生态系

统具有前所未有的技术层面的渗透力。④ 从现阶段来看, 大模型市场已逐渐

呈现的高度集中的寡头垄断格局为潜在反竞争行为的实施创造了绝佳的市

场环境, 而 “生成式人工智能 + 平台” 的产业赋能模式为当前本就强势的

巨头平台增加了权力禀赋, 平台权力的再中心化成为可能。⑤

诚然, 就反垄断的法理而言, 我们当然不能陷入 “大即是恶” 的朴素

正义观, 企业具有市场力量本身并不必然触发反垄断法律规制的否定性评

价。⑥ 市场力量集中带来的规模经济、 范围经济或是产品服务创新带来的长

期动态效率的提高可以缓释市场力量过度集中带来的低效率。 然而, 过于集

中的市场力量至少反映了较高的市场集中度与行业利润率以及可能的垄断隐

忧。 因此, 积极的反垄断执法、 司法和及时的反垄断并购审查监管仍然是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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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参见 《中国反垄断年度执法报告 (2020)》, https: / / www. gov. cn / xinwen / 2021 - 09 / 24 /
5639102 / files / 77006c5bccc04555aa05f30c9a296267. pdf, 2023 年 11 月 19 日。
参见 《2022 年全球并购行业趋势回顾及下半年展望 》, https: / / www. pwccn. com / zh /
deals / global - ma - industry - trends - 2022 - mid - year - outlook. pdf, 2023 年 11 月 19 日。
参见 Kevin A. Bryan and Erik Hovenkamp, Startup Acquisitions, Error Costs, and Antitrust
Polic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Vol. 87 (2), 2020, p. 333。
参见张凌寒: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法律定位与分层治理》, 《现代法学》 2023 年第 4 期,
第 131 页。
参见陈全真: 《生成式人工智能与平台权力的再中心化》, 《东方法学》 2023 年第 3 期,
第 67 页。
参见王佳佳: 《论数字内容平台版权滥用的法律规制》, 《知识产权》 2023 年第 3 期, 第

62 页。



前各国促进市场可竞争性、 控制经济力量扩张、 减少不平等的强有力 “补

剂”。① 具体到数智化企业市场力量的评估和认定方法的选择上, 以市场份

额为中心的结构性认定法当下面临提高价格能力难以直接测量、 市场份额权

重下降、 结构性因素证明力降低等挑战。 为此, 理论和立法实践通过改进认

定方法, 增加了网络效应、 锁定效应、 用户黏性、 数据获取能力、 转换成本

等更能反映数字企业真实竞争优势来源的因素。 不过, 当下对非结构性因素

中网络效应、 锁定效应、 依赖性程度的判断仍缺乏可量化的标准, 而这需要

结合海量数据和经济分析加以佐证, 否则将导致严谨的认定规则流于经验性

与直觉性的推断。
(三) 竞争损害分析的不确定性骤增

即使经营者具有反垄断法意义上的市场力量, 涉案垄断行为具有排除、
限制竞争的效果才是认定行为违法性的关键。 反垄断法的核心在于判断商业

行为违法与否, 甄别促进竞争与限制竞争的行为, 并及时谴责后者。 然而,
竞争的本质意图在于限制竞争, 对反垄断分析而言, 最为复杂的问题便是将

合法意图的竞争与非法的竞争意图区分开来。②

过去, 反垄断执法往往通过在垄断协议的达成与实施中对信息置换、 意

思联络证据、 价格涨势以及行为排他性来推测反竞争意图, 这本身极为复

杂, 而数据、 算法驱动的算法自动化决策更是提高了这一分析的难度。 过

去, 企业受制于供求数据的缺乏以及手动标记产品价格的限制, 产品价格调

整频率受到客观限制。 如今的数字化平台能够以低成本获取竞争对手价格,
并借助自动定价算法在一天内多次修改产品价格。 2017 年欧盟委员会对在

线零售市场的调查显示, 大多数在线零售商使用监测算法捕获竞争对手的价

格, 而近三分之二的零售商使用算法来自动调整价格。③ 有研究表明, 使用

动态定价算法的产品价格波动比人工定价高 10 倍, 而且使用动态定价算法

的企业占第三方在亚马逊销售的最畅销产品的三分之一。④ 在反垄断执法实

践中, 企业利用算法实施垄断行为已经引起反垄断监管部门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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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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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Carl Shapiro, Antitrust in a Time of Populis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Vol. 61, 2018, pp. 714 - 715。
参见 [美] 霍温坎普: 《联邦反托拉斯政策: 竞争法律及其实践》, 许光耀、 江山、 王晨

译, 法律出版社 2009 年版, 第 302 ~ 305 页。
参见 European Commission, Final report on the E-commerce Sector Inquiry, 10 May 2017,
COM (2017) 229 final, https: / / ec. europa. eu / competition / antitrust / sector_ inquiry_ final_
report_ en. pdf, 2023 年 11 月 19 日。
参见 Le Chen, Alan Mislove and Christo Wilson, et al. ,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Algorithmic
Pricing on Amazon Marketplace, https: / / doi. org / 10. 1145 / 2872427. 2883089, 2023 年 11
月 19 日。



2016 年, 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认定两家体育和娱乐海报销售商利用自动

化定价软件固定价格。① 2018 年, 欧盟委员会处罚四家电子产品制造商使用

算法监测零售商是否遵守最低转售价格协议。② 就限制竞争的损害证据而言,
在工业经济时代, 企业之间关于固定价格、 数量限制、 划分市场或是纵向限制

的安排, 以及支配企业从事的排他或掠夺性行为的意图证据往往藏匿在企业的

合作协议、 往来邮件或是幽暗的会议室之中。 随着企业日益依赖算法调节价格

与供需, 算法动态定价为一系列有意或无意的市场扭曲打开了大门。
在竞争损害分析越来越强调适用合理原则的趋势下, 智能化商业策略行

为竞争损害的不确定性加大, 识别竞争损害分析的难度骤增。 反垄断分析适

用合理原则的主要理由是, 基于市场环境的复杂与动态变化, 商业行为实际

引发的效果具有不确定性, 因此需要仔细辨别行为对市场竞争产生的影响。
在假定反垄断法律制度能够完美运作的世界中, 反垄断执法机构和法院能够

将真正具有限制竞争效果的行为识别出来, 并且不会对促进市场竞争的行为

产生误判。 然而, 经济系统本身是一个高度复杂且动态变化的复杂体系, 数

字经济更是如此。 市场未来发展不确定、 长期可预测性低、 锁定与路径依赖

是数字经济复杂性的核心表征。③ 缺乏对动态变化市场的整体认识、 商业模

式理解上的认知偏差都可能使得反垄断监管陷入 “震慑不足” 或 “震慑过

度” 的两难困境。 而当前困扰执法的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监管实践则是这一

困局的 “缩影”。 此外, 合理原则本质上强调对争诉案件的个案分析, 完整

的经济分析高度依赖成熟的经济学理论、 完备的市场数据以及广泛的事实发

现, 这将极大提高案件分析的复杂性, 并且耗费巨大的经济成本。④ 原告或

执法机构往往难以获得与收集支持诉讼请求的证据, 以及涉案行为的限制竞

争与促进竞争的完备数据, 这进一步导致了反垄断在起诉与认定违法上更高

的门槛。 同时, 执法者和法官还须对互联网、 算法、 人工智能、 区块链等计

算技术与知识有一定程度的理解, 这进一步提高了案件竞争损害的分析难度。
或许早对反垄断监管困局有预测, 伊斯特布鲁克大法官在 1984 年发表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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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Decision of the Competition and Markets Authority: Online Sales of Posters and Frames,
https: / / assets. publishing. service. gov. uk / media / 57ee7c2740f0b606dc000018 / case - 502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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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Competition Law, Vol. 50 (6), 2019, p. 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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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论文 《反垄断的局限》 中指出, 在大多数情况下, 反垄断司法难以决定行业

最佳市场结构是什么, 司法的智慧远远落后于市场。 执法者只有对市场过程具

有非常详细的了解并具备评估所需的时间与数据时才能够回答这一问题。 在没

有更好的数据之前, 不应该有反垄断执法。① 进入数字化时代, 面对日趋严峻的

智能化垄断风险, 在市场机制仍需要反垄断监管的前提预设下, 除了 “事后强

化反垄断执法” 或是 “事前管制”, 我们是否存在第三条道路? 长期以来, 立法

者和执法者总是倾向于用怀疑的眼光看待技术, 假想企业如何利用技术来促成

合谋或是损害消费者福利。 实际上, 技术与法律作为人类文明的产物, 二者并

不是二元对立的, 二者可同步构成现代社会治理的基础。 计算技术的发展给反

垄断监管带来巨大挑战的同时也使计算技术重塑反垄断监管逻辑成为可能。

三、 监管转型: 计算型反垄断的理论阐释

随着人类进入普世计算时代, 平台、 大数据、 算法、 生成式人工智能等

计算技术的迅猛发展必将给反垄断监管变革带来机遇。 当前, 作为一种全新研

究范式的计算法学的兴起, 在国际上如火如荼的计算型反垄断项目的发起, 以

及探索计算型反垄断的监管实践为我国实现反垄断监管的计算主义转型奠定

了理论与实践基础, 利用计算技术实现反垄断监管变革的时代已然到来。
(一) 计算型反垄断的理论内涵

“计算型反垄断” 这一概念源自美国斯坦福大学的项目议程, 该议程尚

未明确其基本内涵, 而且美国学者一贯偏好实用主义的研究风格, 也未从学

理上系统阐述计算型反垄断的内涵与外延。 笔者认为, 计算型反垄断的核心

内涵主要是通过大数据分析改进反垄断分析, 利用计算工具与方法识别垄断

行为, 研发与应用反垄断监管科技, 进而提升反垄断监管自动化、 精准化与

智能化水平。
第一, 采用大数据分析改进反垄断分析。 反垄断监管的有效实施须正确

分析市场竞争状况、 科学界定相关市场、 评估市场力量, 并及时识别涉案竞

争行为性质、 限制竞争效果、 商业合理性等。 这一过程涉及对反垄断法律文

本的规范分析以及对市场竞争状况、 市场集中度、 价格等指标的经济分析。
理想的经济分析要求结合大量的市场数据, 对涉案企业所在的相关市场、 市

场力量、 竞争行为的经济合理性进行个案分析。 因此, 行业发展状况、 市场

竞争相关的数据以及与价格、 服务相关的数据的可及性成为有效经济分析的

前提。 在数字经济时代, 经营者的商业行为能够被全面数字化记录, 市场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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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领域已经进入 “数据事实” 时代。 市场数据量的积累、 大数据分析技术

的应用以及算力的极大提升必将带来反垄断分析方法的革新。
第二, 利用计算工具与方法识别垄断行为。 随着大数据分析、 社会仿真实

验、 机器学习等计算工具和方法的日趋成熟, 利用计算工具监测、 识别反竞争

行为成为可能。 尽管机器学习工具无法代替专家对市场集中度、 垄断行为的权

威判断, 但计算工具能够通过识别定价和其他市场中的异常情况来预测可能的

合谋, 帮助监管者确定哪些市场和领域需要更为仔细的调查。① 例如, 在算法

合谋的认定中, 利用计算工具将更有助于识别与发现 “价格一致” “意思联

络” 等关键证据的存在。② 大数据分析技术以及无监管的机器学习算法可以

帮助识别与相关市场界定有关的价格变量以及涉及竞争的非价格因素, 从而发

现价格、 非价格竞争因素之间的深层关联。③ 此外, 在经营者集中审查中, 可

利用市场仿真建模测试, 模拟合并前后的市场集中度、 市场结构、 价格走势等

因素的变化, 从而对横向合并、 纵向合并以及混合合并的竞争效果展开评估。④

而将机器学习工具用于经营者集中审查的事后评估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事后

评估的结果可用来改进审查程序与规则, 并为未来竞争政策的制定提供导向。⑤

第三, 反垄断监管科技的研发与应用。 监管科技的应用一直以来都是科技

治理与法律治理结合最紧密的领域, 目前它在金融科技监管中的应用已经较为

充分。 监管科技有狭义与广义之分, 狭义的监管科技主要指金融机构内部的自

动化监管报告、 借助对非结构性语言数据的处理监控行为的合规性, 使监管手

段变得更为有效和高效; 而广义的监管科技还包含监管者通过统一数据格式、
建立兼容的 API 接口和机读监管机制等提高监管效率。⑥ 不过, 目前监管科技

作为一种技术性解决方案主要应用于金融合规监管, 而非监管执法的工具。⑦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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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Cary Coglianese and Alicia Lai, Antitrust by Algorithm, Stanford Computational Antitrust,
Vol. 2, 2022, p. 12。
参见 Daryl Lim, Can Computational Antitrust Succeed?, Stanford Computational Antitrust,
Vol. 1, 2021, p.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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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期, 第 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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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 9 (1), 2021, p. 135。



监管科技的应用场景不应该仅限于技术运用或合规, 而应该进一步拓展其在大

市场监管, 尤其是市场竞争监管领域的应用, 使其成为提高市场监管效率与监

管合规的重要的技术性与制度性解决方案。 对反垄断监管者而言, 能够通过反

垄断监管科技的应用与研发, 借助监管工具识别潜在限制竞争行为、 预测行业

竞争的模式与趋势等。 同时, 反垄断监管者还可利用计算工具辅助简化经营者

集中审查程序, 提高反垄断审查效率。 对企业而言, 能够借助计算工具与监管

科技开展自动化的反垄断合规, 及时识别、 评估、 提醒、 处置反垄断合规风险。
总而言之, 计算型反垄断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 它不仅包括利用数据分

析改进传统反垄断法的分析范式, 而且包括利用计算工具及时识别垄断行

为, 避免假阳性或假阴性错误。 而通过反垄断监管科技的应用与研发, 将提

高反垄断监管者预警、 监测、 监管市场竞争风险的能力。
(二) 计算型反垄断的重塑效应及其限度

美国斯坦福大学提出的 “计算型反垄断” 概念主要从法律科技、 监管

自动化的角度解释其理论价值。 同时, 随着我国学界对数字经济垄断的技术

驱动特性认识的不断深入, 利用 “技术” 监管 “技术” 的观点也被不少人

提及。 然而, 计算型反垄断的理论意涵绝不仅是反垄断监管科技的应用。 反

垄断监管的可计算旨在通过引入计算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将计算技术内

嵌于反垄断的分析范式与监管过程, 进而重塑反垄断监管的整体逻辑。 不

过, 由于 “计算” 与 “法律” 在认识论上的天然差异, 计算型反垄断对监

管变革的范围、 方法和效果等方面的影响是有限的。
1. 反垄断分析计算理性的注入

计算科学思维是融合计算机科学、 心理学、 逻辑学、 哲学等领域成果的

多思维工具, 其核心是确定和自动有效执行。 将待解决的法律问题进行恰当

抽象, 并使解决方案能够由执法主体通过恰当的程序自动执行, 进而提高立

法科学性并保障法律的有效执行。① 作为理性主义的结晶, 法律本身具有可

计算属性。 早在 17 世纪, 莱布尼茨便提出将数理逻辑中科学计算的方式适

用于法律领域以解决法律纠纷。 法律论证中的逻辑三段论的演绎推理过程旨

在给予尚有争议的法律问题一个确定的答案。 霍姆斯在 19 世纪便认为 “未

来学习法律的人是掌握了统计学和经济学的人”。② 算法形式化定义中的有

限性、 确定性和有效性与法律不谋而合。③ 在反垄断研究领域, 理性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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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分析更是堂而皇之地实现了对反垄断法的攻城略地。 早期的价格合谋行

为的定量识别已经利用计量经济学的回归分析模型识别反竞争行为。① 然

而, 传统计量经济学模型采用人工标注数据, 费时费力且精准性与准确性欠

佳。②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 先进的机器学习方法, 如利用神经网络算

法、 随机森林算法以及聚类算法可对特定市场的海量数据进行训练, 使得精

准预测与识别价格合谋行为成为可能。③ 此外, 通过规则自动化消解反垄断

执法、 司法过程中容易产生的主观偏见, 能减少法律适用的不确定性, 进而

降低反垄断法实施的制度成本。 因此, 可计算的反垄断旨在将计算理性思维

注入反垄断分析的全过程, 促使反垄断的规范分析、 经济分析转向大数据分

析, 进而实现反垄断分析范式的变革。
2. 反垄断监管过程的智能化

从监管变革的角度看, 计算型反垄断监管绝不是简单的 “反垄断监管的

信息化” 转变, 而是将机器学习、 大数据、 算法内嵌于反垄断监管的事前、
事中、 事后监管的全过程, 真正实现竞争监管的数字化、 自动化、 智能化变

革。 在早期的监管科技 1. 0 时代, 监管科技可以理解为通过采购、 研制高效

软硬件工具或设施, 满足监管机构内部办公信息化、 数字化需求。 进入监管

科技 2. 0 时代, 监管科技通过中央监管信息平台建设与业务系统优化, 实现

业务跨部门全流程运转。 监管科技 3. 0 时代则旨在通过综合运用统计分析、
数据挖掘等数据分析技术、 深度机器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 对市场总体情况

进行全景式分析、 实时监控监测, 及时发现反竞争行为。④ 计算型反垄断监

管是监管科技 3. 0 时代的升级与发展。 目前全球各国已经开始布局智能化的

反垄断监管科技的应用实践, 希腊竞争委员会在开发计算工具、 建立数字化

智能平台以及促进宣传方面走在前列。 希腊政府建立的一体化信息收集平台

通过整合市场、 企业、 其他监管机构的多个数据源, 为市场实时监管提供了

一个可视化智能化监管平台。 在一体化平台之上, 监管者可以识别各行业公

司的产品类别和价格趋势, 并监测逐日或逐周的价格变化。 希腊竞争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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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将市场反竞争行为筛查工具应用于实践, 通过授权获取各行业产品服务价

格数据, 该工具每天可跟踪全希腊 2000 多个产品服务的价格水平, 并且能

够通过分析异常和可疑的价格变化, 重点检验连续价格序列中出现的结构性

中断以发现价格共谋、 过高定价以及排他性定价等反竞争行为。① 希腊竞争

委员会的做法在联合国支持的一项关于在竞争法实施中使用新的数字工具的

研究项目中被特别提及, 并在国际上积极推广。② 由此可见, 反垄断监管的

可计算旨在通过文件审查自动化、 监管规则的代码化和在线监管预警工具辅

助执法, 全面实现反垄断监管的智能化转型。
3. 反垄断法律监管与技术监管的融合

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实则是技术进步史, 每次重要的社会变革的背后都有

技术革命的影子。 然而, 法律监管长期以来将技术作为对立面进行批判, 进

而形成法律与技术之间的监管与被监管的二元对立局面, 技术作为社会治理

的重要功能被长期忽视。 面对数字经济背景下市场竞争的技术化、 智能化演

变, 仅通过修补数字竞争规则、 强化反垄断执法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技术性问

题, 纯粹的基于规则和原则的市场监管已经难以满足数字化、 网络化的市场

监管新需求。 因此, 反垄断监管的未来改革方向必然是探索制定法以外的监

管工具以赋能市场监管的提质增效, 相应的监管方法也需要利用技术手段和

方法识别、 发现与防范竞争风险。
同时, 计算型反垄断监管与传统的法律监管模式并不抵牾。 反垄断监管

的计算主义转型并不会消解以反垄断法为中心的法律监管效果, 二者并行不

悖, 同步作用于市场监管的整体环节。 数字经济并未改变经济法既有的基本

理论框架, 运用经济法理论仍可解释数字经济发展的基本经济法规制问

题。③ 健全的竞争法律规范体系、 高效的反垄断实施体系、 有力的法律法治

保障体系仍然是现代化反垄断监管的核心要义。 可计算的反垄断监管转型旨

在弥补传统反垄断监管的事后监管、 被动监管的局限, 作用于反垄断事前、
事中、 事后监管, 并通过科技赋能的方式提升传统监管的效率与质量。 因

此, 可计算的反垄断监管与传统的反垄断法律监管互为补充, 均为促使反垄

断监管现代化转型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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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计算型反垄断的限度

然而, 我们要清醒地看到, 计算型反垄断的重塑效应是有限的。 通常而

言, 计算机实际上遵循一套自洽的逻辑体系, 即依据统一的算法规则以获得

确定的计算结果。 在这一过程中, 计算程序本身不受价值观、 公平感知的束

缚。 虽然大数据杀熟、 算法歧视、 算法合谋等行为看似涉及不公平、 歧视的

判断, 但是算法程序的设计者才是最终归因的对象。 法律从未享受过价值无

涉的保护伞, 而必须持续回应公众对公平、 秩序、 尊严等价值观的期待。①

因此, 法律实际上包含对计算理念的强烈排斥感。 反垄断法律分析的典型体

现便是合理原则的不断扩张性适用, 反垄断案件的裁判者永远需要对涉案的

所有市场事实、 反竞争行为类型、 行为在商业上的合理性、 对未来市场创

新、 产业发展等因素进行通盘考察, 只有这样才能对具体的垄断行为到底是

促进竞争还是压制竞争做出判断。 此外, 法律对体系开放性的追求也与计算

科学追求自在的自洽逻辑体系存在区别。 即使在极力追求法律 “公理体系之

梦” 的实证法学家卡尔·拉伦茨看来, 法律体系也应该保持开放性, 依据现

实情况不断调整概念、 术语体系的内涵、 范畴以及相互关系。② 在反垄断法

的规范文本中, 市场支配地位、 相关市场、 正当理由、 限制竞争等反垄断法

概念、 术语的原则性与模糊性使反垄断法体系天然地具有开放性与灵活性。
因此, 应当以客观的态度看待反垄断可计算的适用范围、 解决方法和应用效

果。 智慧监管的建设并非一项监管革新的完美规划, 它对市场监管机制的改

革效应也是有限的。③

综上所述, 反垄断监管的计算主义转型必将是对反垄断监管范式的一

场深刻变革。 通过大数据分析的采用和计算理性的融入, 计算型反垄断将

弥合以抽样、 统计数据为主的经济分析的局限, 重塑反垄断分析范式。 海

量高品质数据信息的聚合、 智能化平台的建设、 自动化监测工具的应用,
将辅助监管机构系统观察、 把握复杂多变的市场行为, 及时识别与发现反

竞争行为, 让 “法律时间” 跟上 “市场时间” 。 法律与技术融合治理的模

式将一改监管对技术的天然敌意, 实现法律监管与科技监管的协调互动,
助长反垄断监管的能动效应。 不过, 我们不能指望通过计算工具解决反垄

断司法中面临的所有问题, 反垄断监管的计算主义转型仍然具有应用层面

的有限性, 正如反垄断法律本身也有适用上的限度。 当然, 计算技术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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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垄断监管是数字时代的必然趋势, 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未来反垄断监

管转型必然要在妥善处理上述挑战与差异之中探索反垄断监管的计算主义

转型。

四、 计算型反垄断的实现路径

计算型反垄断作为未来反垄断监管范式的变革方向, 具有广阔的发展前

景。 然而, 必须承认的是, 实现可计算的反垄断监管具有一定的阶段性, 我

国计算型反垄断的实现仍处于探索期。 现阶段计算型反垄断监管的具体实

现, 至少要在高质量的市场监管数据集合的形成、 一体化的智能监管平台建

设、 反垄断监管体制机制的数字化改革方面做好必要的准备工作。
(一) 高质量市场监管数据集合的形成

计算型反垄断监管本质上是 “数据 + 算法” 驱动的监管。 数据作为关

键基础性设施, 决定计算系统功能的发挥与性能的稳健。① 只有公开且定量

化、 可以模式识别、 具有相对确定的数量关系的数据才能被有效计算。② 同

时, 大量可靠的、 及时的数据供应, 以及明确的计算目标是算法得以运作的

内在因素, 否则算法将会出现负外部性。③ 计算型反垄断监管的实现首先建

立在对被监管主体、 监管市场、 监管行业发展状况相关数据的全面收集与触

达之上。 在监测算法市场活动时, 监管机构是否能够获得实时监管所需的数

据访问权也是考验计算工具有效与否的关键。 因此, 形成可及、 可信、 可实

时处理的高质量市场监管数据集合是计算型反垄断实现的前提与基础。 高质

量数据集合的形成涉及公共数据、 企业数据、 个人数据的收集、 共享、 利用

等数据基础制度的体系化设计与安排。 这一问题较为复杂, 并非本文讨论的

重点。 不过, 在与市场竞争监管相关的数据集合的形成上, 笔者认为需要重

点对政府部门内部掌握的与市场竞争监管相关的公共数据以及作为被监管对

象的企业数据的共享与治理问题做出必要的制度安排。
就市场监管部门内部数据共享而言, 现阶段我国尚未建立完善的市场监

管公共数据的共享机制, 信息孤岛问题仍然存在。 一方面, 由于各部门数据

收集系统缺乏统一标准, 各监管部门采集的数据主要归本部门独占; 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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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尚缺乏中央层面对部门之间、 不同层级之间的数据采集、 收集、 共享、
使用权限等事项的明确规定, 导致部门之间的数据共享存在障碍。 部门之间

缺乏信息沟通将导致数据重复采集, 无法达成 “整体智治” 与资源集约建

设。① 因此, 还需要通过中央层面的顶层设计, 进一步优化监管部门之间、
不同层级部门之间数据共享的基本准则, 实现数据一次采集、 一库管理、 多

方使用、 即调即用。
在企业数据的获取与收集上, 因为与市场竞争相关的企业数据可能构成

企业的核心商业机密, 所以企业向政府开放共享的意愿低, 尤其是掌握海量

数据的大型平台企业, 其数据难以被市场监管部门有效利用。 不过, 就反垄

断监管所需的数据访问权而言, 理论上, 政府为满足宏观调控、 市场监管、
社会治理等需求, 可依据法律法规要求企业上报数据。 不过, 在具体实践中

仍需激励企业共享数据。 例如, 可通过洽谈合作方式定期让企业提供数据访

问接口。 此外, 还可尝试将特定数据的数据接口开放与共享作为反垄断和解

协议达成的条件之一。② 不过, 企业数据权益仍受到保护, 反垄断监管机构

应该建立监管数据的共享利用准则, 通过对数据分类分级, 确定涉及企业的

敏感数据类别与安全级别, 并建立数据对接、 存储管理、 隐私保护、 数据安

全风险防范与预案等保障机制。 同时, 还可以探索利用区块链、 安全计算等

技术提升数据安全治理的技术保障能力。
(二) 一体化智能监管平台的建设

反垄断监管可计算的重点是推动大数据分析、 机器学习、 人工智能等计

算技术在反垄断监管领域的深度应用。 除了获取与形成高质量的数据集合,
建设一体化的智能监管平台并研发智能监测工具等硬件设施也是未来反垄断

监管实现计算主义转型的关键。
当前, 虽然我国已经初步实现了市场监管领域的信息化系统建设, 但早

期信息化平台主要集中在事项清单和数据整理、 人员统一协调等方面, 在深

化大数据分析应用、 市场风险预判以及实时监测、 预警和处置等方面与一体

化、 智能化监管平台的现实需求仍存在显著差异。③ 另外, 我国目前的信息

基础设施平台建设还存在发展相对不均衡, 数据库系统、 信息编码规则、 业

务流程等方面标准各异、 缺乏兼容性等问题。④ 因此, 在智能监管平台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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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过程中, 要加强市场监管信息库的建设。 例如, 进一步完善国家法人单位或

其他组织的信息资源库和统一信用代码信息化建设, 丰富企业法人单位包含组

织机构、 股权结构、 经营范围、 资产规模、 商标专利、 准入许可等在内的信息

资源标准化建设。 同时, 需要推动建设省级市场监管部门业务融合标准化体

系, 加快数字化共性标准、 关键技术标准的制定和推广, 有目的、 有计划、 有

步骤、 有重点地开展对各业务、 各系统的标准规范建设。 此外, 还要鼓励企业

强化合规管理的信息化平台建设, 辅助企业通过信息化手段优化管理流程, 依

法运用大数据等工具, 加强对经营管理行为反垄断合规情况的监控和分析。
在一体化的智能监管平台建设的过程中, 另一重点任务是广泛应用大数

据分析、 自然语言处理技术、 深度机器学习等计算工具开发反垄断监测算法

模型。 目前, 希腊政府建设的一体化数字智能平台系统、 俄罗斯发明的 “大

数字猫” 等智能监管工具已经比较成熟, 可供我国借鉴。 在我国的监管实践

中, 浙江省丽水市试行的公平竞争智慧监管系统依托党政机关协同办公系

统, 在各成员单位发文流程中设立公平竞争审查系统, 在发文环节自动检测

涉及公平竞争审查的关键词, 系统提醒文件审核人员是否介入公平竞争审

查, 实现智能搜索、 智能提醒、 闭环管理。① 2021 年 2 月, 浙江省市场监督

管理局创新打造的全国首个平台经济数字化智慧监管平台 “浙江公平在线”
上线, 它通过数据抓取、 模型运算、 智能分析等数字化手段, 强化风险感知

和预防预控, 形成对二选一、 大数据杀熟、 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等涉嫌违法

行为的智慧监管。 此外, 该平台通过构建雷达监测感知系统, 运用大数据分

析能力主动采集网络店铺以及网络交易商品等数据, 并联动消费者投诉、 违

法举报、 舆情监测等信息, 对平台经营者行为进行实时动态监测。 不过, 与

上述欧盟、 英国以及希腊等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实践相比, 我国反垄断执法机

构对计算技术的应用仍处于较为初期的阶段, 在智能监测平台的实际应用上

尚处于起步阶段。 未来我国智能监测工具的研发首先需进行反垄断法律规则

的代码化工程, 即在计算环境中表示反垄断监管的原则、 规则与流程。 这要

求竞争法专家、 经济学家、 计算机科学家通力合作, 将反垄断监管的要求与

合规任务等法律语言转化为计算机语言, 形成计算机可读的机器语言。 在具

体的筛查模型设计上, 需要竞争法专家、 执法机构、 计算科学家在凝聚共识

的基础上确定反竞争行为的核心筛查要素。 例如, 为监测模型设定公司数

量、 可疑的定价模式、 历史交易数据、 交易频率等指标来研判是否存在反竞

争的风险。 以此为基础, 可进一步从技术层面研发反竞争行为的智能筛查检

测模型以及经营者集中的自动化审查程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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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反垄断监管体制机制的数字化改革

面向计算主义转型的反垄断监管不同于传统的竞争法规监管维度, 后

者已经形成完整的反垄断执法、 司法体制机制。 评估计算型反垄断是否能

够成功落地, 比计算工具的引入更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是反垄断监管体制机

制本身是否做好了拥抱数字化、 智能化的准备。 就目前而言, 我国需要在

顶层设计、 部门建设、 资源配备、 人才梯队结构优化等方面逐步推进数字

化改革。
首先, 要全面布局智慧监管和市场监管科技发展的顶层设计。 2022 年 6

月修正完成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 新增第 11 条, 强调要强化反垄

断监管力量, 提升监管能力和监管体系现代化水平, 依法公正高效审理垄断

案件。 我国 《 “十四五” 市场监管现代化规划》 指出, 要创新丰富市场监管

工具, 加快增强市场监管基础能力, 推进智慧监管, 充分运用互联网、 云计

算、 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手段, 加快提升市场监管效能。① 2022 年

2 月,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过 《 “十四五” 市场监管科技发展规划》, 从

市场监管科技创新体系、 科研攻关能力、 科技创新发展环境等方面为我国全

面深入推进市场监管科技发展制定了整体规划。 该规划专门强调要提升对平

台垄断、 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智能监测与取证固证, 提高对数据、 算法垄断和

不正当竞争的监测、 风险识别能力以及算法监测等关键技术研发。② 可以

说, 我国现在已经初步具有支持计算型反垄断的政策话语, 反垄断监管的数

字化转型、 布局智慧监管、 提高市场监管的智能化水平必将成为数字时代市

场监管创新的典型标志。
其次, 建设专门的数字部门, 并确保充足的资金支持。 在部门建设上,

我国已经于 2021 年 12 月组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竞争政策与大数据中

心, 该中心作为在反垄断、 平台经济、 大数据等领域的重要支撑力量, 承担

反垄断执法、 市场检测、 电子取证固证、 大数据分析等技术支撑工作。 不

过, 在实践中, 新设技术支撑部门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 还需要进一步理清

竞争政策与大数据中心和反垄断监管机构之间的角色定位, 确保其能够充分

发挥技术支撑的作用。 此外, 配备有充分的硬件软件等基础设施是实现计算

技术深度融入反垄断市场监管的基本保障。 这要求反垄断监管机构加强与财

政部门的交流与协调, 确保充足的财政资金以配备存储、 分析数据的硬件设

备和操作程序等软件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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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 人才资源的知识结构还需进一步优化调整。 反垄断计算工具的应

用非常依赖编程技术和算法模型的设计以及训练、 测试、 验证和完善算

法。① 因此, 要健全跨领域跨专业的专家库, 反垄断监管机构需确保有数据

科学家、 经济学家、 竞争法专家组成的联合团队。 同时, 还要加快复合型执

法人才队伍建设, 培养跨法学和计算机科学领域的复合型人才, 加强职业化

专业化执法队伍建设, 对专业性、 技术性较强的执法岗位甚至可实行专人专

岗。 此外, 还应该加强国际交流合作, 向率先布局计算型反垄断监管的英

国、 美国、 希腊等国借鉴先进的智慧监管经验和监管模式, 以全球视野谋划

和推动智能化转型。

五、 结论

面对日趋严峻的计算技术驱动的智能化垄断风险, 反垄断监管面临巨大

压力与挑战, 实现监管转型与创新成为数字时代反垄断监管的时代命题。 计

算法学的兴起与发展与国际上雄心勃勃的计算型反垄断议程的发起与实践,
为数字时代的反垄断监管范式转型带来了计算主义的认识论与方法论。 计算

型反垄断的核心内涵为利用大数据分析改进传统反垄断分析范式, 利用计算

工具与方法识别反竞争行为, 以及利用计算技术发展反垄断监管科技, 以实

现反垄断执法、 司法程序的自动化、 智能化。 与此同时, 反垄断监管的计算

主义转型具有重塑监管逻辑的效应。 计算理性的注入和计算技术的事前事中

事后应用不仅可能重塑反垄断分析范式, 还能实现法律与科技监管的协调互

动, 助长反垄断监管的能动效应。 当然, 计算型反垄断的重塑效应有其必然

的限度。 我们须清醒地看到, 除了须解决诸多技术性、 制度性的现实困难,
反垄断法律监管与 “计算” 之间还存在认识论上的天然差异。 法律对 “判

得更合理” 的期待与计算机对 “算得更好” 的追求之间必然存在一定隔阂,
且在短期内难以消除。 因此, 计算型反垄断对市场监管机制的改革效应仍然

是有限的, 我们必须以客观的态度看待反垄断可计算的范围、 方法和效果。
当然, 借助计算技术赋能反垄断监管仍是数智化时代发展的趋势, 未来反垄

断监管的转型必然是在妥当平衡好计算技术与法律的天然差异基础上逐步推

进反垄断监管 “可计算” 的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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